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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顧晚清中國推動改革與提升知識的過程，一直到今日的臺灣，國立圖書館與國

家圖書館與不僅是典藏與流通知識的重要機構，也是醞釀社會思潮動力來源之一。因

此，本文以國家圖書館發展爲中心，探究近代國立圖書館的發展，內容概分為近代化

圖書館的啓蒙與國立圖書館的籌備（1860 年代至 1933 年）、戰時建館與戰後國立五館

的佈局（1933 年至 1948 年）、機構整併與央圖遷臺復館（1948 年至 1967 年）、文化建

設與國立各館更名調整（1967 年至 1999 年）、國家圖書館與國立圖書館兩館並立現象

（1999 年迄今）等五階段論述，以建構橫跨大陸與臺灣時期的國立圖書館機構之百年

風華，兼及叙述各時期發展核心與重要政策，以瞭解國家圖書館之歷史使命。 

綜觀晚清至中華民國時期國立圖書館與國家圖書館的發展過程，作為國家最高位

階的圖書館群，除了必須主導或協助國家文獻典藏、全國出版品呈繳，訂定圖書館業

務標準輔導全國圖書館事業，以及承擔國際出版品交換之聯繫與業務執行。另外，在

國際化、資訊化時代，對於數位內容、詮釋資料格式、國際書號與新書書目的控制，

也是鞏固或者賦予國家圖書館優勢地位的重要基礎。國圖也應在釐清國立圖書館與它

之間的區隔關係後，致力於發展核心與重要政策，以承接歷史使命。 

 

關鍵詞：圖書館史、國家圖書館、國立圖書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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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一、研究背景 

近代對於 National Library 中文多譯為國家圖書館或國立圖書館，兩者通常指由政

府公部門經費所支持設立的圖書館，其職能主要是於蒐集國家文獻，編印全國目錄，

推動全國圖書館事業，同時擔任圖書館界領導者的角色，1  如美國圖書館協會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所下的簡單定義：所謂國立圖書館就是由國家所維持之

圖書館。另外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也曾界定表示：國家圖書館必須是一個

負責蒐集、典藏、保護全國文獻，以造福後代的機構。2 那麼對於新式圖書館進入中

國，其影響公共圖書館與國立圖書館的創建，又是如何反映在大江大海的歷史的變遷

過程呢？ 

 

 

 

二、研究目的 

回顧晚清中國社會推動改革與提升知識的過程，一直到今日的臺灣，圖書館不僅

是典藏與流通知識的重要機構，也是醞釀社會思潮動力來源之一。無論是朝向「啓蒙」

或者「救國」路線的知識份子，藏書樓、公共圖書館、國立圖書館對他們都曾扮演重

要知識支援服務。因此，本文以國家圖書館爲中心，探討擴及百年來不同時期，陸續

建立國立圖書館變遷歷程，建構其歷史發展面貌，並對國家圖書館與臺灣其他國立圖

書館的任務區隔提出思考。 

                                                 
1 曾濟群，〈國家圖書館的組織體制〉，《國立中央圖書館館刊》26：1（1993），頁 5。 
2 C.K. Sharma & Kiran Singh, Library Management Atlantic ( New Delhi: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2005), p.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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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採取歷史分析法( history analysis approach)、歷史變遷研究與典範

(paradigm)研究交互運用，以國家圖書館發展為中心，上溯近代京師圖書館、國立北平

圖書館發展，下及 1940 年代後期國立圖書館群成立，以及臺灣在 1999 年出現各館鼎

立的現象。在參考資料方面，除運用近人著作，並參考國家圖書館與各國立圖館史相

關檔案、政府出版品、學報、年鑑為基礎，以歷史敘事(history narrative)呈現研究過程

與結果。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在分析過程之中，以國家圖書館發展爲中心，再依館務發展特性，概分近代化圖

書館的啓蒙與國立圖書館的籌備（1860 年代至 1933 年）、戰時建館與戰後國立五館的

佈局（1933 年至 1948 年）、機構整併與央圖遷臺復館（1948 年至 1967 年）、文化建設

與國立各館更名調整（1967 年至 1999 年）、國家圖書館與國立圖書館兩館並立現象

（1999 年迄今）等 5 階段論述，3 以建構橫跨大陸與臺灣時期的國立圖書館機構之百

年風華，兼及叙述各時期發展核心與重要政策，以瞭解國立圖書館與國家圖書館之歷

史使命之區隔。 

                                                 
3 鄭肇陞在國立中央圖書館館慶 50 周年專刊，提出央圖發展階段依序為：籌備時期(1927-1937)、抗戰

西遷時期 (1937-1945)、復員時期 (1945-1948)、由京遷臺保管時期 (1948-1954)、復館重建時期

(1954-1983)，〈國立中央圖書館五十年〉，《國立中央圖書館館刊》新 16 卷第 1 期(1983)，頁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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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有關近代中華民國國家圖書館館史與國立圖書館館史研究，早期討論主要侷限在

抗戰時期（1937-1945），如嚴文郁，《中國圖書館發展史》(臺北：中國圖書館學會，

1983 年)、盧荷生，《中國圖書館事業史》(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86 年)。這些專著

主要立論於探究圖書館事業的全貌變遷，對於國立圖書館的職能較少著墨，同時對於

國立北平圖書館法理之討論缺乏較為深刻討論。1996 年以前，重要論文包括，王振鵠

先生，〈我國近代圖書館事業之發展〉，收錄在《中華民國歷史與文化討論集》第三冊

（臺北市：中華民國歷史與文化討論集編輯委員會，1984 年），以中央圖書館設置為

中心，擴及探討近代圖書館事業，歸結出圖書館對文化發展之貢獻集中在包存歷史文

化、推廣社會教育與配合學術研究；張錦郎，〈清末的圖書館事業〉，《國立中央圖書館

館刊》，卷 6 期 2(1973 年)；嚴鼎忠，〈京師圖書館史略-清宣統元年至民國十五年 (上)〉

《國立中央圖書館館刊》，卷 24 期 2(1991 年)、卷 25 期 1(1992 年)則上溯清末與民初

京師圖書書等機構之演進，強調晚清對於國立圖書館之設置並非毫無建樹，但在革命

動盪年代，學界與社會的期待往往無法落實，以致於必須仰賴外力介入，成為相當少

見的國立圖書館經營方式。近年來學界對於中華民國圖書館史研究，除政治大學以數

位典藏方式建置「臺灣百年圖書館史數位圖書館先導計畫」記錄百年圖書館事業變遷，

當代主要專著與論文仍以中國大陸學界出版較為豐碩，如陳力，《中國圖書史》(臺北：

文津出版社，1996 年)；來新夏，《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年)；陳源蒸、張樹華編，《中國圖書館百年紀事(1840-2000)》(北京：北京圖書館出版

社，2004 年)；程煥文著，《晚清圖書館學術思想史》（北京圖書館出版社，2004 年）。

然而，這些論文對於處理國立中央圖書館的歷史定位與抗戰結束後成立之三大國立圖

書館代表國民政府開發西部之意義多略而不論，在史料運用上主要引用臺灣政府機構

出版品，缺乏原始檔案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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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近年來臺灣學界有關於國家圖書館與國立圖書館史研究，受限於各館館史

史料與政府公開資訊有限，除機關自行編印之政府出版品，如《國家圖書館七十七年

大事記》、《85 國中圖週年慶專輯》，或如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舉辦，「繼往開來─95

週年館史資料展」，目前並無專書將三館之組織與分合問題進行討論於研究。 

早期相關研究重要者包括曾經擔任國立中央圖書館籌備處、館長之蔣復璁先生

1935 年撰寫之，〈國立中央圖書館〉，《文華圖書館學專科學校季刊》7：3-4 期，介紹

央圖之業務與組織職能，以及選印四庫全書、接收國學書局與接辦出版品國際交換處

業務；〈國立圖書館的起源與使命〉，刊載於《摑立中央圖書館館刊》，分析英美法澳等

國國家圖書館之任務，強調國立圖書館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世界知識的集中與各類學

科知識的集中；〈中國圖書館事業的回顧與展望〉，刊載於《國立中央圖書館館刊》7：

3 期，以政府法令規章與國立中央圖書館發展為中心討論，分機當時圖書館與時代互

動。另外，鄭肇陞在〈國立中央圖書館五十年〉，《國立中央圖書館館刊》，新 16 卷第

1 期，則詳細敘述中央圖書館與其他國立圖書館之間的分合、競逐關係，大量運用館

史史料，內容詳實，但資料出處不甚明確。近 15 年來臺灣學者對於國立圖書館問題，

較重要之討論仍著重於國家圖書館之法律位階，以及與其它省立/國立圖書館之關，如

1996 年央圖更名為國家圖書館之後，張鼎鍾，撰寫〈國家圖書館組織條例簡析〉，《國

家圖書館館刊》第 1 期(1996)，直言本次組織條例與最初設計落差大，不僅無法展現

國家圖書館領導全國圖書館之格局，新組織之位階與職能在相當程度都受到限制；相

對於國圖，當時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廖又生館長，則另撰〈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

分館組織適用之始：朱大松館長時期〉，《臺灣圖書館管理季刊》2:2(1996)，呼籲政府

尊重歷史發展與法律問題，使分館擺脫附屬於央圖之地位。 

有關國家圖書館與國立圖書館之間的糾葛，一直是圖書館界關切的問題，2007 年

政府部門一度計劃將國立兩館併入國家圖書館體制，因此陳昭珍，〈我國國家圖書館新

組織體系與營運及其發展策略探討〉，《國家圖書館館刊》第 2 期(2007)，則針對三館

之性質與組織調整，預期問題進行完整的評估，同時提出建議與程序，為本研究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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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層次的討論提供堅實的論證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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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問題意識與執行方法 

關於近代中國社會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變遷過程，至少在 1980 年代以前學界多以

衝擊與反應( challenge and response )、傳統與現代的對峙( tradition vs. modern）等論述

觀點來說明中國的落後，以及西方文明對中華帝國的刺激與引進近代化的貢獻。相對

於前述，則以帝國主義研究取向( imperialism approach)，强調西方殖民强權國家以炮

艦外交，及其他不公義的手段剝削包括中國社會，造成日後中國民族主義、共產主義

的崛起與挑戰。4  以近百年大陸與臺灣圖書館事業發展而言，類似的典範移轉

( paradigm shift)也逐漸引發學界的探索與再思考，譬如過去探討近代中國圖書館史，

各類教科書通常以韋棣華女士(Mary Elizabeth Wood, 1861-1931)在 1910 年創建的「文

華公書林」視為首座建置的公共圖書館，5 然而如果以中國歷史中心論( China-Centered 

history of China)的角度重新審視，不僅明清時期藏書家將藏書樓開放供鄉裏文人使

用，已部份符合近代公共圖書館的意涵，甚至清王朝在全國建立 7 座四庫全書藏書閣，

其中南三閣，即揚州的文匯閣、鎮江的文宗閣、杭州的文瀾閣，特別開放提供文人入

館抄錄，而使其具有今日國家圖書館典藏文獻與知識傳播的功能性，這些事實早於 20

世紀初韋氏創館前百年以上。因此，本文擬以歷史學討論文基礎，重新檢證過去圖書

館史典範概念，破除以中央為核心的思考，藉以思考近代迄今國立各館分立的現象，

究竟係制度設計不完備使然，或者是時代因素造成？而國家圖書在此過程中，如何將

使命、職能與其他國立圖書館區隔。 

本文因採取歷史分析法、歷史變遷研究與典範研究交互運用，同時參考國圖與各

國立圖館史相關檔案、政府出版品、學報、年鑑為基礎，最後以歷史敘事方式呈現研

                                                 
4 有關於西方漢學界研究近代中國歷史的典範移轉過程，請參見美國歷史學者柯保恩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5 吳文津，〈韋棣華與近代中國圖書館發展〉，《中華民國圖書館學會會訊》，15 卷 1-2 期，(2007)，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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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過程與結果。在研究執行方法方面，研究進行步驟如下：1.蒐集百年圖書館事業史

相關史料與文獻；2.文獻分析與史料爬梳；3.編纂史料與撰寫文稿；4.文稿審核與修正

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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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近代化圖書館的出現與國立圖書館的籌備 

         （1860 年代至 1933 年） 

 

1840 年代初期，當中國對外關係尚處於互市與朝貢貿易體制，外國使節駐京問題

仍未解决之際，在中國境內的國中之國，也就是各地的外國租借地 ( foreignal 

settlement)，西式圖書館(library)的出現已經引發另一場寧靜的文化登陸戰。當時中國

知識份子對於藏書的觀念還停留在宋儒朱熹所說：「藏書樓上頭，讀書樓下屋。懷哉千

載心，俯仰數椽足。」對知識分子而言，藏書不只是作為修身齊家的基礎，也是怡情

養性，甚至建構立言、立功的依據。然而，由於缺乏全國性圖書館組織與主權觀念，

對於透過圖書館保存國粹、輸入近代文明之功能則尚未成形。6 

1847 年，耶穌會傳教士梅德爾（Matharin le Maitre）在徐家匯創辦天主堂藏書樓。

2 年後，英國外僑則在上海創辦當地第一家近代公共圖書館上海書會(Shanghai Book 

Club)，1851 年更名為上海圖書館（Shanghai Library）。 

近代化西式圖書館在上海的建立對於當時的中國社會並未造成衝擊。反而是在

1860 年代以後，中國與歐美各國接觸趨於正常化，成爲國際家庭(international family )

的一部分，西洋知識的引進也從夷務轉變為洋務， 1860 年代中期以後，隨著總理衙

門派遣駐外使領館制度逐漸形成，少數使臣及其隨從官員在出洋之後目睹西方政制與

文化發展，開始注意到新式人才養成教育，進而影響國內政府官員注意到圖書館的發

展，如鄭觀應在《盛世危言》與康有為代張之洞撰寫的「上海強學會序」都提到面對

西洋新式知識的來臨，中國不宜畫界故步自封，宜仿效西方重要都市之大藏書樓，收

                                                 
6 王振鵠，〈我國近代圖書館事業之發展〉，收錄在《中華民國歷史與文化討論集》第三冊（臺北市：中

華民國歷史與文化討論集編輯委員會，1984 年），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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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四庫全書與西洋政教學術圖書。1896 年孫家鼎在「議覆開辦京師大學堂摺」，也建

議於北京選擇位置適中之地設置京師大學堂，並且預留空地以便日後興建藏書樓與博

物院之用。7 由上述可知，晚清倡議設置圖書館的目的，一則爲完備學校教育設施與

資源，另外則將它視之爲近代化都市與政府體制之重要機構。 

官紳的共識，促成 19 世紀後期至 1912 年之間圖書館事業的萌芽時期，或稱之為

新圖書館運動，8 其重要政策與具體作為包括：1902 年清廷詔頒「學堂章程」規範了

大中小學圖書行政、職能與人事編制 1903 年，清帝國第一座公共圖書館浙江藏書館成

立。9 1906 年，鑑於日俄戰爭結束後，中國從中央至地方均有學習日本改革之呼籲，

因此清廷多次派遣政府官員參觀日本文部省圖書館。10 同年正式官辦以「圖書館」為

名者，首先見於湖南巡撫龐鴻書的奏章中，呼籲在湖南省會長沙設立公共圖書館。1909

年，學部奏請設立京師圖書館，11 翌年清廷頒布「京師及各省圖書館通行章程」，其

中規定：「京師及各直省省治，應先設圖書館一所。各府廳州縣治應各依籌備年限，以

次設立。」12  

1912 年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成立，臨時政府設於南京，當時教育部長蔡元培已有籌

辦國立中央圖書館之構想，同時積極在公報中刊登採訪古籍訊息，13 但無實質成效。

                                                 
7 陳忠倚編，《皇朝經世文三編》卷 1，（臺北市：文海出版社，1972 年），頁 5-1。 

8 關於中國圖書館發展的分期問題，1982 年王振鵠先生曾主張分為「萌芽時期的圖書館事業」（19 世紀

後期至 1912）、「成長時期的圖書館事業」(1912-1937)、「艱困及復員時期」(1937-1949)、「發展時期

的圖書館事業」（1949 年迄 1982 年）。參見王振鵠，〈我國近代圖書館事業之發展〉，頁 188-202。 
9 張圍東，《走進日治臺灣時代：總督府圖書館》(臺北：臺灣古籍，2005)，頁 9。 
10 「政界視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 年 10 月 3 日，版 1。 
11 學部圖書館舊藏可追溯至宋元明各朝秘閣。滿清入主中國後，祕閣圖書及歷朝檔案，均由內閣典籍

廳掌管。然內閣係政府出納政令之機構，而內府別有昭仁殿及翰林院貯藏圖書，固內閣所掌先朝遺書

及檔案均堆置庫內，逐漸不復爲人所所曉。宣統元年，內閣大庫屋壞，移藏典籍檔案，始為人發現。

時張之洞以大學士軍機大臣管學部事，乃將大庫之遺存，奏請設立學部圖書館。雖所貯數量未豐，然

頗不乏宋元孤本祕笈。其後端忠敏采進江南故家舊藏，甘肅大吏解送敦煌經卷，成就民初該館之規模。 
12 「京師圖書館及各省圖書館通行章程」，《學部官報》第 85 期(1910)。 
13 〈館史史料選輯〉，國立中央圖書館館刊，《國立中央圖書館館刊》新 16 卷第 1 期（1983 年），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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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政府後因新當選之袁世凱總統無意南下，遂由前清政府體制調整後的北京政府繼

續領導中國。袁氏在晚清被譽為中國的強人，而他對教育政策也多延續晚清以來的改

革步調。1915 年，教育部設立北京通俗教育調查會，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項，改良社

會，普及教育」為宗旨，並頒佈「通俗圖書館規程」，通飭各省縣施行，這也是民國以

來最早的圖書館法規。同年 11 月教育部公布「圖書館規程」11 條，規定公共圖書館

名稱與設置的條件，更重要的是確定教育部爲圖書館事業的主管機關。 

1916 年經京師圖書館爭取，教育部與內務部同意將立案出版之圖書提供一份交由

京師圖書館典藏與供眾閱覽。翌年，該館又爭取教育部同意轉達湖北、江蘇、浙江等

三省將所屬官書局出版品捐贈為館藏。由此顯示，京師圖書館在一定程度上已具備近

代國家圖書館所需之典藏國家文獻、政府出版品之職能。1920 年代以後，由於北洋政

府熱衷國際合作運動，不少國際聯盟所屬機關專家在 1922 年以後紛紛來華，如國聯圖

書館館長在 1922 年 4 月訪問北京。14 1924 年，以處理美國第二次退還庚子賠款成立

之中華教育文化基金，議決商提撥三分一提供北京政府擴充圖書館。15 經過兩年的規

劃，1925 年 6 月北京教育部公佈中華敎育文化基金董事會合辦國立京師圖書館契約，

16 首任館長由梁啓超兼任。京師圖書館成立以後，北方圖書館事業匯聚文津。 

1926 年京師圖書館改組為國立京師圖書館（以下簡稱京師圖書館），這一年該館

受教育出版品國際交換局委託，為承受外國政府出版品之機關，凡民國政府收到之外

國官書，均交付該館代為笈藏、編目，供眾閱覽。17 1928 年奉系軍閥所支持的北京政

府垮臺後，同年 7 月京師圖書館奉南京國民政府訓令，改稱北平圖書館，隸屬大學院。

翌年再與北海圖書館合併爲國立北平圖書館，館長由曾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擔任，並

                                                 
14 「外交部發駐美使館」，1922 年 4 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館，《北京外交部檔案》，

03-38-025-01-010。 
15 「外交部發駐美使館」，1924 年，《北京外交部檔案》，03-12-006-05-007。 
16 《政府公報》1925.6-12（3293-3497），第 3446 號。 
17 袁咏秋、曾季光編，《中國歷代國家藏書機構及名家藏讀敘傳選》（北京市：北京大學出版社，1997

年），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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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北海附近選定地點興建新館，經費仍由中華敎育文化基金支應，此為中華民國最早

以國立為名之圖書典藏機構。 

相對於 1912 至 1928 年期間國立京師圖書館幾乎代表中國圖書館事業之首，南方

國民政府成立在文教圖書事業管理方面，既缺乏人才，又無長期、穩定的財政預算挹

注，因此談不上什麼發展。1927 年 4 月，國民政府奠都南京，7 月設置大學院作為全

國學術及行政最高機關，下設教育行政處，再分為社會教育祖、圖書館組，分轄全國

社會教育行政事宜。1927 年 12 月，大學院，頒「圖書館條例」15 條，此依條例規定

各地公私立圖書館以該館所在地的教育行政機關爲主管單位。1928 年 5 月 15 日，大

學院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於南京，會中決議籌在首都設國立中央圖書館，18 以為

全國最高學術典藏機構，並為全國各級圖書館之示範。當時會議並具體提出建館經費

來源，以及相關業務法源，如出版品呈繳、國際出版品交換，以及圖書管組織及執掌。

然而，實際上，受限於政府經費不穩定，加上政局多變，致使籌備建館過程緩慢。19 從

1929 年 5 月國民政府通過開辦經費 50 萬，20 實際上款項並未完全撥付，職員也是來

自各部會兼任。21 如以 1933 年國立清華大學、北京大學、中山大學、私立燕京大學、

金陵大學等圖書館藏書均在二十萬册以上作為比較，1933 年以前的國立中央圖書館館

藏規劃、經費、人事，仍然停留在理念階段，遠不及國立北平圖書館，甚至其他國立

大學圖書館。 

 

 

 

 

                                                 
18 〈館史史料選輯〉，頁 57。 
19 鄭肇陞，〈國立中央圖書館五十年〉，《國立中央圖書館館刊》，新 16 卷第 1 期，頁 12。 
20 「南京訊」，1929 年 5 月 20 日，《中央日報》，版 8。 
21 「南京訊」，1929 年 5 月 20 日，《中央日報》，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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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戰時建館與戰後國立五館的佈局 

        （1933 年至 1948 年） 

 

1931 年，在教育部與美國政府支持的中華教育文化基金挹注經費下，位於北平文

津街國立北平圖書館新館竣工。反觀首都南京之國立中央圖書館館舍，卻連建築經費

都無下落。有鑑於此，南京官紳與知識界咸以為政府中樞仍應設置中央圖書館。因此，

國民政府乃於 1933 年 1 月，由教育部派蔣復璁先生為國立圖書館籌備委員，籌備中央

圖書館。蔣復璁雖具圖書館經營理念，但受至於經費，業務難以開展，初期經費還是

透過交通部補助 2000 元。為建立館藏特色、充實中西文研究館藏，蔣復璁曾前往赴北

平接收北京政府教育部檔案保管處之留存重要圖書，其中包括漢文 46,000 餘冊，滿文

書籍 500 餘冊，清代殿試策 1,000 餘本，撥歸央圖籌備處作為館藏基礎。 

1933 年 1 月，教育部派蔣復聰為國立中央圖書館籌備委員，22 4 月教育部復派蔣

復璁委員為國立中央圖書館籌備處（以下簡稱籌備處）主任，同時訓令籌備處正式成

立於南京市沙塘園 7 號，後又增租蓁巷樓一幢。1935 增租雙井巷 12 號民房。後來中

央研院所將籌備處對面之成賢街 48 號建物出讓，館方遂於 1934 年 5 月底教育部透過

「管理中英庚款董事會」 (Returned British Boxer Indemnity Commission) 申請補助建

築設備等費 150 萬元，並獲得同意。23 1936 年 2 月，籌備處正式遷入成賢街 48 號新

購館舍辦公，同年 9 月 6 日新館閱覽室正式開放閱覽，24 初期藏書逾 10 萬册，分參

考、報章、期刊、普通四部分閱覽。至 1937 年，此時央圖籌備處圖書與期刊已經增加

到 18 萬冊，同時開放閱覽、參考、報章、期刊、普通書籍等四部份對外服務。25 

解決了組織、館舍問題，為了增加館藏，籌備處在 1933 年曾先後接收國學書局經

                                                 
22 〈館史史料選輯〉，頁 60。 
23 「南京訊」，1934 年 9 月 24 日，《中央日報》，版 8。 
24 「南京訊」，1936 年 9 月 7 日，《中央日報》，版 8。 
25 鄭肇陞，〈國立中央圖書館五十年〉，頁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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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版片，26 又獲得交通部送印刷所，承攬部分機關刊物印刷。另外，籌備處又接辦原

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處，更名為「教育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履行國際期刊交

換條約。而實踐國際交換則有賴日後配合上海商務印書館合作影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為名，成為與外國交換珍籍文獻，充實館藏的重要資源。

27 最後，為落實全國教育會議的決議，1935 年行政院召開會議通過「新出圖書呈繳規

程」，使得籌備處得以依法徵集全國圖書，典藏國家文獻，特別是政府官方文書，而國

立北平圖書館也與籌備處同屬各出版社、書局送存之圖書館，形成南北雙軌並行現象。

同年 5 月初，呈繳新書目錄，第一期出版。28 

 

一、戰時籌備建館與文化抗戰策略 

1937 年對中華民國而言，不僅是攸關民族存亡的一年，對於在戰時籌備建館的中

央圖書館更是驚濤駭浪的關鍵年代。館方在 1937 至 1939 年曾先後編印「防空防毒圖

書書目」、「戰時知識書目」、「抗日史書目」，表達圖書館對於戰時之態度。29 不過，

自 918 事變後，日本侵略中國領土，扶植偽政權已有多年歷史，但做為首都的南京，

在 8 月 15 日首度遭遇空襲前，各政府機關對於疏散與撤離並未全面性獲得有計畫協

助。30 因此，空襲後籌備處僅將重要圖書封存 262 箱，運送朝天宮故宮博物院新建庫

                                                 
26 國學書局前身為江南官書局，創立於 1870 年代，後改稱為江南書局、金陵書局，1928 年為教育部接

管。1937 年北平故宮文物南遷，由國民政府指定南京朝天宮作故宮倉庫，尊經閣即將拆除，經再三

洽商，才允許將雕版版片移置文廟兩廊，但在 1937 至 1945 期間因乏人照料，以致被占住的汪偽組織

軍隊當成柴火燃料使用，竟全部燒燬。國立中央圖書館編，《滿目琳瑯：國立中央圖書館善本特藏》

（臺北市：國立中央圖書館，1993 年），頁 22-24。 
27 此一構想至 1941 年才完全實現，當時已成立的央圖最後函請上海商務印書館洽辦贈《影印四庫全書

珍本初集》，計英國 4 部、美國 9 部、蘇聯 3 部，共計 l6 部。 
28 「南京訊」，1935 年 5 月 5 日，《中央日報》，版 8。 
29 〈館史史料選輯〉，頁 65。 
30 1931 年，瀋陽事變發生，導致華北局勢動盪不安，國民政府考量北平國家文物之安全，下令南遷。

1933 年，北平歷史博物館、故宮博物院所藏精品，相繼南遷。翌年，北平圖書館亦選擇甲乙庫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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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妥藏，至 11 月始奉令西遷，提出重要圖書 130 箱，運送下關輪埠；11 月 23 日押運

圖書至武昌，暫寄存文華圖書館專科學校，另設辦事處於積玉橋聖安得烈堂。31一個

月後，在耶誕節前夕 2 周，南京淪陷，籌備處留存在南京之財産全部遭損，遂奉令將

機關遷移長沙。此後，籌備處歷經多次遷徙，包括 1938 年 1 月 3 日，遷館至湖南岳陽、

1 月 26 日遷往成都、2 月租用重慶上清寺聚興村民房作爲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辦公地點，

同時借用重慶川東師範學校大禮堂樓房作辦事處。 

在紛亂的 1930 年代，利用國家力量於戰時成立中央圖書館，在世界各國之中並不

多見，但央圖自 1928 年抗戰前迄 1938 年進入抗戰第 2 年，籌備建館已延宕超過 10

年。最後，當局最後考量重慶當時並無大型圖書館，加以遷徙到大後方之學校眾多，

各校西遷之圖書數量有限，32 基於發展學術與研究需求，同時中央政府移駐重慶，亦

爲西南文化薈萃之地，故有建立分館之必要性。於是館方向中英庚款董事會申請將原

南京建館之建築經費先行墊付，再加上教育部與四川教育廳補助少許經費，遂於 1941

年元月完成重慶分館館舍施工，2 月初正式開放，33 翌年 2 月初另增闢兒童閱覽室。34 

既然是戰時建館，那麼其任務與組織，便與承平時期有所不同。然而，央圖籌備

處在南京之經營經驗並不多，所以除按照一般國家圖書館建立徵集、採訪、編目、閱

                                                                                                                                                         
六萬餘冊，並敦煌寫經，明清輿圖、金石拓片，及重要西籍，運存上海租界倉庫，成立辦事處以典守

之。及抗戰爆發，上海淪陷。歐戰既起，國際局勢日漸險惡。國立北平圖書館館長袁同禮先生因與美

國接洽，並獲得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胡適之協助，將存滬善北選取近三千種，二萬餘冊，分 102 箱，於

1941 年秋起，分為 3 批，交商輪運送美國，次年初全部抵達，寄存於美國國會圖書館內。 
31 基督教聖安德烈堂舊址位於今日武昌和平大道，其主體建築是兩座覆蓋琉璃瓦的中西合璧式宮殿，

基督教美國聖公會興建，1915 年落成，目前已遭拆毀。 
32 據 1939 年教育部統計所載，截至 1938 年底止：「大學及專科以上學校，全國共 118 所，其中 14 校

受極大之破壞，18 校無法續辦，……在各大學之損失，當以圖書館最甚，以國立學校言，則損失

1,191,447 冊，省立學校 104,950 冊，私立學校 1,533,989 冊」。 
33 「重慶訊」，1941 年 2 月 1 日，《中央日報》，3。 
34 「重慶訊」，1941 年 2 月 1 日，《中央日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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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圖書館相關新式制度、35 法規訂定、圖書館研究與教學，36 以及國際交換業務。

37 另外，還必須進行重要物資疏散、38 文化抗戰與解決戰爭時期無法持續自海外獲得

書籍與統籌大後方圖書研究資源分散的困境，如 1937 年底籌備處與中國國民黨中央執

行委員會宣傳部、國民政府教育部、外交部，以及中華圖書館協會等組成「戰時徵集

圖書委員會」，編訂《國立各大學各學院書目》，再分向國外徵集圖書，以補救各大學

被敵所毀損者，再由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承辦業務。1945 年 9 月國民政府法規修訂，將

接受教育部委辦之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納入組織編制。最後，為解決圖書館人才培訓問

題，奉教育部命令再籌辦圖書館實習學校，39 7 月 15 日正式開辦。40 最後，因戰時

大後方文教展覽空間有限，因此央圖也承擔文化展覽館的功能，如 1942 年籌辦「泉幣

展覽」、「常書鴻的畫展」、郵票展覽會；1943 年辦理白沙閱覽室漫畫展覽、故宮博物

院書畫展、西北資源展覽、首屆美術展覽；1944 年舉辦中美英蘇文化交流展；1945

年金石拓片善本展覽。 

儘管 1930 年代中國外交、政治、經濟環境相當險峻，以建館為使命的央圖籌備處

不僅在戰時保護館藏，有特殊的表現，另外在戰區與日本控制之淪陷區各地藏書樓遭

到敵軍大肆破壞與有計畫掠奪之後，也迅速提出文獻保存政策回應。41  1940 年元旦，

                                                 
35 在蔣復璁領導下，籌備處在白沙鎮四川平民教育促進會江津實驗區，嘗試設立民衆閱覽室，內附兒

童閱覽室，爲日後發展兒童圖書館事業建構寶貴實務經驗。 
36 如 1939 年，爲教育部陸續編訂與修正法條包括「縣市立民衆教育館設備標準」、「圖書館規程」33

條、「圖書館輔導各地社會教育機關圖書教育辦法大綱」15 條、「圖書館工作大綱」3 章 18 條、1940

年「抑制書價辦法」、1941 年「普及全國圖書教育暫行辦法」。在教育方面，1942 年教育部爲謀圖書

館事業之發展及便利有志青年之進修，指示央圖籌辦圖書館學補習學校。教學課程計包括：圖書館學

通論、編目學、分類法、圖書參考、圖書徵購、目錄學及專題演講。 
37 爲避免昆明與重慶之間，輾轉費時，基於便捷起見，乃於昆明螺峰街 88 號設出版品國際交換處昆明

辦事處，作為戰時國外交換書件之主要據點。 
38 1939 年 3 月 1 日，重慶因頻遭日機侵襲，奉令疏散至市郊各鄉鎮。參考閱覽室本日起結束。 
39 「重慶訊」，1942 年 7 月 6 日，《中央日報》，6。 
40 「重慶訊」，1942 年 7 月 9 日，《中央日報》，6。 
41 江南一帶，自明以來即出現不少著名藏書家，藏書數量既豐，珍本允足稱道。抗戰初期，一些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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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復璁先生由渝赴港與葉恭綽面商，央圖奉命搜購淪陷區善本事宜，同時採購上海及

香港兩地積藏書籍，1 月 14 日蔣復璁先生抵滬與張元濟、張壽鏞、何炳松等商議搜購

淪陷區古書事宜，主張「政府在抗建時期，百廢俱舉，於此古文化之精華，必亦萬分

著意保全」，要求撥款進行計畫，42 並成立「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當時這群愛國志

士認為：「國家圖書館之收藏，與普通圖書館不同，不僅須在量上包羅萬有，以多為勝，

且須在質上足成為國際觀瞻之目標。百川皆朝宗於海，言版本者必當歸依於國立圖書

館，凡可稱為國寶者，必當集中於此。」43 由此可見諸人無不認同善本書對一國家級

圖書館的重要性，至或建議多方購置能還我民族文化真面目的古籍，也許與抗戰當時

提倡民族意識有關。 

央圖於戰火下籌備建館，不僅要展現抗敵意志，還得不疾不徐持續完成建館程序，

當時國民政府對於蔣復璁之表現甚為滿意，在組織條例尚未通過，便於 1940 年 7 月頒

贈「國立中央圖書館」門額乙幅，1 個月後任命蔣復璁為首任館長。同年，10 月 5 日

由國民政府主席林森令立法院第 4 屆第 194 次會議通過「國立中央圖書館組織條例」

13 條，44 至 16 日國民政府正式公布，規定執掌、發展目標、組織架構、辦事細則等，

45其中明定它「掌理關於圖書之搜集、編藏、考訂、展覽及全國圖書館事業之輔導事

                                                                                                                                                         
世家，為生活所迫，不得已出售先人遺籍，因而善本書逐漸流入滬肆。當時寓居上海的有識之士，深

恐此等國家重要文化財淪落異域，於是分別函電教育部及管理中英庚款董事會，都認為非收購不可，

恰巧央圖籌備處有一筆庚款會補助館舍建築經費，教育部便令籌備處運用這筆款項先行蒐購古籍。蔣

復璁館長首先赴香港與庚款會董事葉公綽先生洽商，請他負責購買自廣東散出圖書。接著更潛赴上

海，與當地關心文獻的目錄版本學專家共同討論收購事宜，決定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用該會名

義對外行動，以避敵偽耳目，此後參與實際工作，即張壽鏞、何炳松、鄭振鐸、葉恭綽、徐鴻寶五人，

再加上蔣復璁先生坐鎮重慶，大規模的淪陷區古書蒐購取得輝煌成果。 
42 〈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二號工作報告書〉，《國立中央圖書館館刊》，新 16 卷第 1 期(1983)，頁 76。 
43 〈同志會第四號工作報告書〉，《國立中央圖書館館刊》，新 16 卷第 1 期，頁 80-82 
44 「國立中央圖書館組織法令案」，1940 年 10 月 8 日，笈藏於國史館《國民政府檔案》，編號

001012071297。 
45 「重慶訊」，1940 年 10 月 17 日，《中央日報》，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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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這一條例可說是由國民政府時期公布最重要的國家圖書館組織法規。儘管戰時建

館不易，但有了法源依據，加上國民政府令行政院及直轄各機關將黨政各機關刊物送

央圖庋藏、國民政府文官處支持續寄各有關書刊以便作為國際交換。46 另外，珍珠港

事變以後，中美同盟國關係成形，經濟部駐美技術團主任王守競在 1944 年至 1945 年

期間曾多次為資源委員會與央圖選購參考書籍，進行大規模購書計畫，皆使央圖館藏

發展迅速。47 

1944 年後，教育部爲回應國民參政會開發西北地區之呼籲，隨即於當年由央圖協

助成立國立西北圖書館於蘭州成立。48 戰爭期間央圖重慶分館之閱覽設備、空間，在

戰後悉數贈送當地，成立國立羅斯福圖書館；49 3 年後（1948 年）國立西安圖書館也

開始進行籌備。50 包括中央圖書館、北平圖書館、西北圖書館、羅斯福圖書館、西安

圖書館等五大國立圖書館體制形成後，對於各別國立圖書館之設置、職能及其組織有

了初步規定。儘管，1940 年代中期三大國立圖書館之設置過程與央圖關係密切，但央

圖只被賦予輔導全國圖書館事業之功能，在經費、業務與人事交流方面，與各館之間

並無從屬關係。 

 
                                                 
46 「機關刊物送中央圖書館庋藏」，1940 年 10 月 18 日至 1947 年 3 月 14 日，笈藏於國史館《國民政府

檔案》，編號 001097100001。 
47 「王守競函件 S. C. Wang (Shou-Chin Wang)」，1944 年 9 月 22 日至 1945 年 9 月 17 日，笈藏於國史

館《經濟部檔案》，編號 0030206000253。 
48 1945 年 7 月，政府因財力拮据，該館一度奉令停辦，至抗戰勝利後，1947 年改稱國立蘭州圖書館，

兼充國立蘭州大學圖書館。 
49 1945 年，國民政府爲紀念美國總統羅斯福促進世界和平，創設聯合國之貢獻，决定在重慶設立國立

羅斯福圖書館。該館設籌備委員會，由教育部聘請張群、朱家驊、王世杰、陳立夫、胡適、傅斯年、

蔣夢麟、蔣復璁、嚴文郁等 20 餘人爲委員。 
50 國立西北圖書館首任館長為楊鍾健，他與蔣復璁同為 1923 年北京大學畢業校友，當時蔣復璁為哲學

系，楊鍾健為地理系。楊氏 1944 至 1947 年期間曾赴美國、英國、法國、瑞士、加拿大考察和講學。

1948 年至 1949 年擔任西北大學校長，兼任國立西安圖書館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蔡盛琦，《戰後初

期中國各省圖書館史料彙編》（臺北新店：國史館，200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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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戰後國立五館執掌業務之比較表 

圖書館名稱 執掌 左列執行業務法源 

國立中央圖

書館 

隸屬於教育部，掌理關於圖書之蒐集、

編藏、考訂、展覽及全國圖書館事業之

輔導事宜。 

「國立中央圖書館組織條例」

1940 年 9 月 26 日制定。 

國立北平圖

書館 

隸屬於教育部，掌理關於圖書之蒐集、

編藏、考訂、展覽及圖書館事業之研究

事宜。 

國立北平圖書館組織條例,，

1946 年 5 月 11 日 

國立蘭州圖

書館 

隸屬於教育部，掌理左列事宜：1、西北

各省古物文獻及有關邊疆史料之保藏。

2、西北各省圖書文化事業之輔導。3、

各種圖書古物及地方文獻之搜集編藏考

訂展覽。 

原名國立西北圖書館，1947

年 2 月改稱國立蘭州圖書

館，兼充國立蘭州大學圖書

館。國立蘭州圖書館組織條

例，1948 年 2 月 28 日。 

國立西安圖

書館 

1946 年，教育部感於事實需要，聘請劉

季洪等 13 人籌備國立西安圖書館，復因

戰亂關係，工作遭受影響，未正式開放

閱覽。 

無 

國立羅斯福

圖書館 

該館由籌備處委員嚴文郁兼任秘書，實

際負責籌建工作。昔該館組織條例未獲

立院通過，在大陸陷落前，一直以籌備

處之組織，處理業務。 

無 

資料來源：編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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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復員與國立五館體制的曇花一現 

1945 年 9 月 9 日，國民政府宣佈抗戰勝利，中樞各機構陸續返回首都南京，央圖

也於 19 天後接收戰前南京市成賢街 48 號之舊有館址。重返南京之路，整整經歷 8 年

之久，但戰後復員所面臨的任務更為艱鉅。 

首先是接收敵偽館舍與圖籍問題：央圖為戰後初期國立圖書館五館之中制度、人

事最完整、資金最充裕，同時也是唯一在戰時成立，主導國家善本文物搶救之要角。

1946 年元月，央圖工作人員進入南京接收偽中央圖書館、日本居留民團研究會、陳群

收藏之澤存文庫 40 萬冊圖書，並將陳氏在南京的澤存書庫改做央圖北城閱覽室，51 但

原來之館舍之閱覽設備早已遭日人劫掠一空，當時館員自我調侃：「在渝時有屋無書、

而今在京有書無屋」。52 

在上海方面，央圖也接收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及近代科學圖書館等日人之文化機

關圖書，共計接收圖書 350,273 冊。然而，面對更為廣大的全中國各地敵偽政權下設

置之公立圖書機構，以及日本統治殖民地包括臺灣光復後之臺灣總督府圖書館、南方

文庫，央圖卻無能力接收。因此，如臺灣總督府圖書館在 1945 年隨統治機構調整為「臺

灣省行政長官公署圖書館」，翌年 5 月合併「財團法人南方資料館」，改為「臺灣省立

臺北圖書館」，迄 1973 年才更名為國立中央圖書館臺灣分館。 

第二是要求寄存古籍歸還與追討遭掠奪文獻方面，抗戰前由國立北平圖書館寄存

美國國會圖書館之善本古籍，美方一度無意歸還，僅同意將這批圖書拍攝微捲 1,070

捲提供央圖典藏利用而已。少數成功索回之個案仍然要仰賴政府之大力支持，戰前 130

                                                 
51 陳群（1890-1945）為汪偽組織內政部長，他在上海、南京兩地各建造書庫，蘇州亦有一些藏書。大

部分藏書是戰時私人與公家機構來不及疏運，由各地方偽組織接收後轉送內政部，他一概照收。所接

收藏書中，如趙烈文於清咸豐 8 年(1858)至光緒 15 年(1889)《能靜居日記》手稿、宋乾道淳熙間建安

王朋甫刊本《尚書》等，都相當珍貴。又如清楊德亨《尚志居集》，具備了著者第一、二、三次刪改

底稿本及清光緒九年原刊校樣本，可視為一書從撰稿到出版的最完整呈現，亦屬難得。 
52 〈館史史料選輯〉，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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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存於香港轉運期間遭日軍劫掠轉存日本帝國圖書館內，至 1948 年透過中國駐日軍事

代表團就終在東京帝國圖書館地下室及伊勢原鄉下搜獲有央圖印記的這批善本古籍，

約計 35,000 冊。53 另外，在接收敵產方面，教育部在戰後迅速發布指令，要求接收上

海三井洋行、上海日僑，配合與國防部史政局、54 中信局蘇浙皖區敵偽產業清理處。

55 除了大陸與日本，央圖甚至多次聯繫臺灣行政長官公署，追查抗戰期間在香港遭劫

掠書籍，是否透過日商竹籐峰治輾轉來台。56 

第三是落實國家圖書館職能與國際交換出版品問題，在蔣復璁館長的擘畫下，央

圖除將陳群在南京設立之澤存文庫書庫，改為城北閱覽室。57 南京總館閱覽室正式開

放後，亦設有普通閱覽室、參考室、期刊室、日報處及出納處，將重慶戰時建館之經

驗，在短暫的承平時期中快速實踐。另外，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也在戰後最短時間內函

請各國政府恢復交換關係，58 所得交換品分存西安圖書館(後改為國立西安圖書館籌備

處)、國立蘭州圖書館和國立羅斯福圖書館。換言之，央圖業務在 1946 年 7 月底，大

致已經回復戰前規模，各項職能發展積極，59 甚至招待國內外漢學專家進行專業交

流。60 

由此可知，央圖在抗戰時期（1937 年-1945 年）將組織法源確定、策劃各類圖書

館法規的主導修訂、完備出版著作呈繳制度、擴大搶救國家古籍文獻，以及將出版品

國際交換處納入組織，加上戰後接收偽政府重要圖書文獻機構，同時協助西安、蘭州

和國立羅斯福圖書館之成立，種種計畫與作為都讓它穩居戰後初期國立圖書館界之領

                                                 
53 「善本書清單」，國家圖書館，《館史史料》，編號 A0016-A0034。當時歸還第一批清單，計 183 部，

2550 拾冊。 
54 「教育部訓令」，《館史史料》，編號 068-192。 
55 「教育部訓令」，《館史史料》，編號 068-195。 
56 「國立中央圖書館函臺灣行政長官公署」，1936 年 2 月 18 日，《館史史料》，編號 A0060。 
57 「南京訊」，1946 年 5 月 18 日，《中央日報》，版 4。 
58 嚴文郁，《中國圖書館發展史》（臺北市：中國圖書館學會，1983 年），頁 147。 
59 「南京訊」，1946 年 7 月 31 日，《中央日報》，版 4。 
60 「南京訊」，1946 年 12 月 6 日，《中央日報》，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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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地位。特別是掌控出版品呈繳典藏機構與國際交換分配，使其獲得全國性的圖書資

源，確立優勢格局。不過，五大國立圖書館的佈局，未久便因中國內戰而消失，甚至

國立中央圖書館也一度被整併到其他機構，直到 1954 年重新復館。 

 

第三節、 機構整併與央圖遷臺復館（1948 年至 1967 年）不公開 

第四節、 文化建設與國立各館更名調整（1967 年至 1999 年）不公開 

第五節、 國家圖書館與國立圖書館兩館並立現象（1999 年迄今）不公開 

 

第伍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不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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